
 

 

城市人才政策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

李永友，齐菁华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为了在激烈人才竞争中引进人才，很多城市颁布了人才政策，那么人才政策能改善城

市内劳动力配置效率吗？文章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各地级市 2009—2019 年颁布的人才政策，对这一问

题进行考察，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颁布人才政策的城市，其内部劳动力配置效率更

高，说明人才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人才政策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促进效

应不仅受到政策内容设计的影响，而且受到城市自身特征的影响。机制识别表明，人才政策通过吸

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促进流入人才和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来改善城市内部高技能劳动力配置。进

一步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集聚还通过技能互补渠道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就业外溢效应，使得不

同技能劳动力进入与自身技能水平相适应的岗位，提升社会分工水平，从而提升城市整体劳动力配

置效率；人才政策带来的劳动力配置效率提高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文章结论表明，地方政府

应根据城市特征，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人才政策，更好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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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如何发挥人才红利的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发展”。这表明合理的人才配置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式。各地政府纷

纷出台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通过落户、补贴等多种方式吸引人才流入。因此，人才政策不仅

成为地方政府吸引人才流入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影响人力资本空间流动和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

的重要制度。然而，人才政策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不仅取决于是否吸引更多人才流入，还取决

于流入人才能否进入与城市产业结构、企业需求和岗位要求相匹配的部门。由此带来的核心问

题是：人才政策是否促进了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升？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何种类

型的人才政策能更好发挥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作用？

从人才政策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关系来看，人才政策不仅影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而且其

能改善劳动者与城市产业结构、企业需求和岗位要求之间的匹配。既有研究表明，住房约束、户

籍门槛等因素都会阻碍劳动力流向更适配的地区或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错配。Hsie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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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tti（2019）发现，限制新建住房供应阻碍了劳动力流向高生产率地区，从而带来城市间劳动

力配置效率下降，类似的机制在中国同样存在（黄文彬和王曦，2021；黄文彬等，2023；王丽莉，

2023）。上述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及其所面临的制度和市场摩擦，是影响劳动力配置

效率的重要机制。

本文并非探究某一个体劳动者迁移前后个人收益是否提高，而是考察人才政策导致劳动力

流入以后对流入地城市内部不同技能劳动力在企业、行业间配置状态的影响。在岗位需求信号

释放充分且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理想状态下，劳动力配置效率更接近最优。但现实中，信息

不对称和迁移摩擦会阻碍劳动力与岗位的有效匹配。在此背景下，人才政策可能通过两种相反

渠道影响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一方面，人才政策发布缓解了人才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各种

福利补贴也可以缓解劳动力流动摩擦。既有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的改善、住房约束的缓解和

落户门槛的降低都会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Hsieh和Moretti，2019；黄文彬和王曦，2020，2021；牛
子恒和崔宝玉，2022；白俊红等，2022；黄文彬等，2023；王丽莉，2023）。另一方面，人才流动可能

更多受补贴强度和行政激励驱动而非市场化回报驱动，从而带来新的劳动力错配。人才政策除

了影响高技能劳动力流动，还可能通过技能互补效应影响低技能劳动力流动。Autor等（2003）、
Moretti（2010，2012）和 Eeckhout 等（2014）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集聚不仅可以通过生产互补

性增加对辅助性岗位的需求，还会通过消费互补性带动城市服务业发展，提高城市对低技能劳

动力的需求。此外，董直庆等（2014）、黄浩权等（2024）、李天一等（2025）研究还发现，不同技能

水平的劳动力之间存在“隐性知识”流动，低技能劳动力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获得非市场化知

识溢出，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因此，人才政策可能通过促进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并借助知识溢出

间接重塑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格局来影响城市内部社会分工和整体劳动力配置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 2009—2019 年各地级市首次出台人才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

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实证考察城市人才政策对城市内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作用。本文研究

发现：第一，人才政策显著改善了城市内劳动力配置效率，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改善效应依然

存在。第二，政策效果显著依赖于城市特征和人才政策的内容设计，在工业活动强度较高、规模

较大、道路可达性较高、财政压力较小和落户门槛较高的城市，人才政策的改善效果更显著；政

策内容中包含货币化补贴，引进拔尖人才和有经验人才，并设置专业限制、学历门槛和就业方

向的人才政策，其对劳动力配置效率改善效果相对更好。第三，机制分析表明，人才政策通过吸

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并促进流入人才和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来改善城市内部高技能劳动力配

置效率；人才集聚还通过技能互补效应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使不同技能水

平的劳动力分别进入与其技能水平相适应的行业，从而改善城市整体劳动力配置效率。

第四，拓展分析表明，人才政策导致的劳动力配置状态改善带来了微观层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和宏观层面城市经济的增长。

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纳入分析框架，丰富

了人才政策的评估体系。现有关于人才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微观层面，围绕公司人力资本水

平（金智和彭辽，2022）、企业创新（刘春林和田玲，2021；孙鲲鹏等，2021）、制造业智能化（余明

桂等，2024）、长期资源配置效率（金智和张心睿，2024）、家庭教育投资（周广肃和于磊，2025）等

角度展开，本文将对人才政策效果的评估延伸到城市层面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加深了对人才政

策宏观作用效果的理解。第二，本文进一步考察人才政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外溢效应。不

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强互补性表示对人才政策作用机制的分析不应仅局限于高技能劳动

力，因此本文将人才政策的研究延伸至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丰富了人才政策

的效果评估框架。第三，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政策文本，对人才政策内容进行系统分析，考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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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个性化差异对政策效果的影响。不同城市的人才政策在人才层次、人才类型、学历门槛、专业

限制和就业去向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人才政策能否有效对接城市产业需求、

企业岗位需求和人才比较优势。本文识别不同政策内容的配置效应，不仅有助于解释人才政策

何以发挥作用，也为地方政府优化人才政策设计、提升政策精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政策背景与机制分析

（一）政策背景与特征事实

1. 政策背景

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目标，标志着“人才强国”成为一个长期战略。2016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在人才管理、培养、评价和流动等多方面进行改革，着力破除束缚人

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2017 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2022年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人才政策，要求“完善人才战略布局”，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2025年，党的

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在党中央、国务院

人才战略的号召下，各地人才政策陆续颁布。本文手工整理了 2009年以来地级市首次颁布人才

政策的时间数据，如图 1 所示。①可以发现，2009—2013 年是首次发布人才政策的高峰期，自

2014年开始，新增人才政策城市数量增长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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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级市颁布人才政策数量统计
 

本文对各地颁布的人才政策内容进行梳

理，研究发现人才政策有如下特征：（1）人才

政策主要面向高水平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2）人才政策给予人才的待遇内容丰富，包含

科研经费、生活补贴等货币化福利以及人才

称号、子女入学等非货币化福利。本文统计

了人才政策中常见的科研经费、购房补贴、

生活补贴、子女入学和人才称号五类待遇。表 1 汇总了人才政策中有各类待遇的城市占比。可

以发现，人才政策中有购房补贴和生活补贴的城市占比最高，其次是子女入学、科研经费和人

才称号，说明各地人才政策以最直接、最容易获得的货币化补贴为主，从待遇类型看，各地也

明显趋同。

 

表 1    待遇类型统计

待遇类别 占比

科研经费 51.3%

购房补贴 73.7%

生活补贴 66.2%

子女入学 58.1%

人才称号 11.0%

李永友、齐菁华：城市人才政策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

 ① 限于篇幅，省略人才政策文本特征变量的整理过程，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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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特征事实

关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测度，本文借鉴 Hsieh和Moretti（2019）建立的对数剩余工资方法的

思想，将其应用于城市内部区县层面，以区县调整后工资回报相对于城市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

刻画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状态。①本文将上述计算结果绘制成图 2，以直观考察城市内部劳动力

配置状态的变化趋势。在无摩擦的理想市场中，如果劳动力能够在城市内部找到与其技能水平

相适应的岗位，那么同一城市内部不同区县之间控制劳动者特征后的剩余工资应该趋于收敛；

反之，若同一城市内部不同区县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剩余工资差异，则说明在城市内部可能存在

劳动力配置扭曲。由图 2可知，相较于 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区县对数剩余工资偏离值的分

布更加明显集中于 0 附近，分布峰值更高、尾部更短。这表明区县对数剩余工资相对于本市平

均水平的偏离程度总体趋于收敛，即同一城市内部不同区县之间的对数剩余工资差异有所缩

小，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失衡程度呈下降趋势。结合图 1 可知，人才政策扩散与城市内部劳动

力配置状态改善在时间上具有一定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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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内部区县调整后工资回报偏离程度的核密度分布
 

（二）机制分析

1. 直接机制：人才政策与高技能劳动力配置

人才政策通常与若干配套政策同时发布。人才政策明确城市需要的人才类型、人才层次和

重点支持方向等，配套政策则进一步规定落户、住房、补贴、科研支持、子女教育以及用人单位

奖励等具体支持措施。相较于单一政策文件，这种政策安排能够改变高技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的成本与收益结构，进而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与一般劳动力相比，高技能劳动力更加重视

创新环境、公共服务等，因此，为吸引人才流入，地方政府通过提供科研经费、授予人才称号、安

排子女入学等多种方式提高本地对人才的综合吸引力。既有研究已经证明，荣誉称号、子女教

育、税收激励和收入差异等因素都会影响高技能劳动力的迁移选择（张维迎，1987；Moretti 和

Wilson，2017，2023；王春超和叶蓓，2021）。因此，若人才政策能提高高技能劳动力迁移收益并降

低其迁移成本，则可以提升人才流入本市的概率，扩大城市人才供给。

然而，人才供给增加并不必然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善，其关键取决于流入人才

能否进入与自身技能水平、产业结构和企业岗位需求相匹配的部门。对于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

劳动力而言，只有当其进入技术密集型企业或创新需求更高的部门时，人才流入才更可能转化

为配置效率提升；反之，则可能形成新的结构性错配。人才政策可以改善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后

的就业去向和匹配质量。一方面，人才政策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各种货币化和非货币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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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具体而言，本文先计算区县层面的对数剩余工资。其中，对数剩余工资=对数名义工资− ， 是劳动者特征估计系数，由 CHIP数据估

计得出， 是劳动者特征。在获取区县—年份层面的剩余工资后，再以各区县在岗职工人数占全市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城市内部

加权平均对数剩余工资，然后计算各区县对数剩余工资与所在城市加权平均对数剩余工资的偏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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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给予高技能劳动力的市场化报酬形成互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雇佣人才的综合成

本，从而提高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承接能力；另一方面，人才政策通过明确引进对象、支持方

向和配套待遇，向劳动力市场释放产业发展方向和岗位需求信号，有助于缓解高技能劳动力和

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与高技能劳动力有效对接。尤其对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其

创新需求更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更大，也更具备吸纳和雇佣高技能劳动力的岗位条

件。因此，城市新增高技能劳动力在人才政策影响下流向具有真实人才需求和岗位承接能力的

企业或部门，从而提高高技能劳动力与本地产业结构和企业需求的匹配程度。由上述分析可

知，人才政策通过降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成本、扩大人才供给、降低企业搜寻和吸纳人才成本，

促进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具有真实需求和吸纳能力的企业和部门，进而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

率的改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人才政策通过扩大城市人才供给以及促使人才流入与其技能水平相适应的部门来

改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率。

2. 间接机制：人才政策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外溢效应

人才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但其配置效应并不局限于高技能劳动力本

身。人才政策不仅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并促进其与企业有效对接，还可能进一步通过技能互

补和岗位扩张影响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与行业选择，重塑城市内部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

分工合作。根据技能互补理论，城市发展依赖于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分工与合作（Moretti，

2010），高、低技能劳动力在就业和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互补性。高技能劳动力主要从事管

理、研发和创新等高技能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开展往往需要清洁、安保和后勤等辅助性岗位的

支持。因此，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可能扩大城市对低技能岗位的需求，并由此对低技能劳动力

流动和就业去向产生外溢效应。具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可能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影响低技

能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第一，生产互补机制。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需要低技能

劳动力提供配套性和辅助性服务，因此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可能扩大城市对低技能岗位的需求。

第二，消费互补机制。高技能劳动力通常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其集聚会增加对住

宿、餐饮和清洁等生活性服务的需求。Moretti（2012）发现，城市中每增加一个高技能岗位，就会

增加五个消费性岗位。第三，技能溢出与干中学机制。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之间还可能存在知

识与技能的隐性流动和非市场化溢出，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可能通过经验交流和组织学习等方

式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长期影响（董直庆等，2014；黄浩权等，2024；李天一等，

2025）。这种跨技能群体的非市场化溢出有助于提高低技能劳动力自身技能水平。由于高技能

劳动力集聚带来的岗位需求扩张主要集中于配套性和辅助性岗位，因此流入城市的低技能劳动

力在这些新增需求的牵引下更可能流向技能水平要求较低的行业。由此，人才政策推动不同技

能劳动者进入与其比较优势相匹配的岗位，城市内部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岗位排序更加清

晰，社会分工水平深化，最终推动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具体如图 3 所示。基于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说：

假说 2: 人才政策导致的高技能劳动力集聚通过技能互补效应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就业外

溢效应，表现为低技能岗位需求的扩张、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以及更多低技能劳动力进入与其技

能水平相适应的岗位。

假说 3: 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分别进入与其技能水平相匹配的行业后，城市不同技

能水平劳动力的岗位排序更加清晰，从而推动社会分工水平提升，并最终改善城市劳动力配置

效率。

李永友、齐菁华：城市人才政策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

•  143  •



 

人才政策

促进人才与企业匹配

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

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率改善

技能互补

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并
在低技能行业就业 低技能就业外溢效应

社会分工
水平提升

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改善低技能岗位需求增加

图 3    作用机制图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综合使用多种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如下：第一，人才政策。人才政策文本主要通

过手工搜集各地级市政府门户网站、人社局网站等公开渠道中 2009—2019年发布的人才政策获得。

第二，CHIP数据。本文使用 2007年、2013年和 2018年劳动力个体特征估算相应年份劳动力特

征系数，并将其分别用来估算 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的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第三，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本文使用 2015 年人口抽查数据和 2010 年、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其区县层

面劳动力特征变量，结合 CHIP计算的分年份劳动力特征系数，计算城市层面劳动力配置效率。

第四，CMDS数据。本文使用 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①剔除流动时间超

过一年、年龄超过 60 岁和小于 22 岁的流动样本个体，将其与人才政策变量匹配后识别人才政

策对劳动力流动和配置的影响。第五，Wind和国泰安数据。本文主要利用其企业的财务指标和

员工学历结构指标。第六，CHFS 数据。本文使用与人才政策时间最接近的 2011—2019 年数据，

利用其中劳动力就业信息，检验人才政策对社会分工和行业结构多样化的影响，并在稳健性检

验部分计算教育适配度。第七，城市宏观控制变量等来自城市统计年鉴、CEIC等其他宏观数据库。②

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分为总体效应识别和机制识别两个层次。其中，基准回归关注的是人才政

策对城市整体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全体劳动力数据构造城市层面的劳动力

配置效率指标。在机制检验中，本文按照技能劳动力高低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两组，

并分别进行检验。

（二）政策样本构建与变量记录

本文在各地级市人民政府网站、人社局网站和组织部网站收集与人才引进相关的政策文

件，并通过百度百科以“地级市名称+年份+人才引进”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补充，最终整理得到

2009—2019年 254个地级市层级发布的共 717份文件。本文根据人才政策的内容，记录人才政策

特征变量。所有变量的记录均采用人工阅读并按统一规则编码的方式，即当且仅当政策文本中

明确出现相应条款时，相应变量才赋值为 1，否则为 0。特征变量如下：（1）人才引进时间。本文

以政策文本中的发布时间为准。（2）引进人才层次。本文分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识别，一是按照职

称头衔分为“专家学者”和“基础型人才”；二是根据职业经历分为“有经验人才”和“应届生”。

（3）人才待遇。本文识别了人才政策中的支持条款，包括科研经费、购房补贴、生活补贴、子女

入学和人才称号等。（4）限制条件。主要指对拟引进人才在专业、学历和就业单位类型的限制等。

  2026 年第 7 期

 ① 因为 2009年、2010年和 2018年缺少流动人口迁移方向等关键变量，这导致无法构造备择城市进行 clogit检验，故剔除这些数据。

 ② 变量均取对数形式，限于篇幅，省略主要变量描述性的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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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模型

各地人才政策是陆续颁布的。这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场景。因此，本文使用双

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识别人才政策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具体回归模型

如下：

Ef f iciency jt = β0+β1 policy jt +
∑

k

βkcontrolk jt +
∑

l

βl[Zl j× f (x)]+u j+ vt +ε jt

j t Ef f iciency jt j t

policy jt j t

controlk jt k k

Zl j× f (x) Zl j l

f (x)

µt T T n u j

vt β1 β1 > 0

其中， 代表城市， 代表时间；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城市 在 年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①

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城市 在 年是否实行人才政策，实行年份及往后赋值为 1，其

余年份赋值为 0；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代表第 个控制变量，包括人均消费支出、人

均 GDP、交通可达性（公路面积）、高校数量、房价、财政压力（郑威和陆远权，2021）和在岗职工

人数等；为了尽可能使模型满足城市颁布人才政策的随机性，本文借鉴毛捷和任占尚（2025）的

做法，在模型中引入城市层面变量与时间项的交互项 ，其中， 代表第 个前定变量，包

括可能影响城市颁布人才政策的常住人口总量、地区产业结构和市场化水平； 采用时间虚

拟变量 、时间趋势项 和时间趋势多项式 三种形式；模型中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

定效应 ； 为本文重点关注系数，若 ，则说明人才政策对劳动力配置效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policy

µt

µt

T T n

表 2 报告了人才政策对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检验结果，列（1）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

结果。由列（1）回归结果可知，解释变量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才政策显著改善了城市劳

动力配置效率。列（2）、列（3）分别加入可能影响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控制变量以及前定变量与年

份虚拟变量 的交互项，其系数依旧显著为正。列（4）同时加入控制变量和前定变量与年份虚拟

变量 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政策效果依旧显著。为缓解时间趋势变化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列（5）、列（6）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和前定变量与时间趋势项 、 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系数大小基

本不变，且均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可能影响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因素后，人才政策依

旧对劳动力配置效率有明显改善作用，因此回归结果稳健。以列（4）系数为基准结果，人才政策

实施将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约 4.03%，这一改善幅度约占样本均值绝对值的 13.67%，

说明人才政策不仅改变人才流入规模，而且可能通过降低流动摩擦和改善人才与岗位之间的匹

配度来缓解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失衡。

（二）稳健性检验
②

为验证基准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检验：第一，为缓解地区发展趋势和不可观测冲击

的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区域×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线性趋势，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保

持稳定。第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一方面，本文以待遇的数量刻画政策强度，构

建强度双重差分；另一方面，本文参考潘士远等（2018）的做法，计算各区县对数剩余工资与城市

加权平均对数剩余工资的比值，然后计算区县加权后的标准差。更换测算方法后，结论不变。第三，

更换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考察维度。本文借鉴彭骏和赵西亮（2025）的思路，使用 CHFS数据构造

李永友、齐菁华：城市人才政策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

 ① 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与前文特征事实部分测算方法一致，但在回归中，本文以各区县在岗职工人数为权重，将区县层面的偏离值汇总

在城市—年份层面，计算区县偏离值的加权标准差。为便于回归结果解释，本文对该指标进行负向处理，该数值越大表示劳动力配置效率越高。

 ② 限于篇幅，省略图表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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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所在行业典型受教育水平的适配指标，间接衡量劳动力配置效率。结果表

明，人才政策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行业典型受教育水平的适配度。第四，本文进行

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 PSM-DID 检验，所得结果均证明基本结论的稳健性。第五，为排

除其他政策和制度的干扰，本文进一步控制城市落户门槛，并且考虑创业型城市建设的影响，结

果显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基本不变。第六，考虑到相邻城市人才政策可能对本地政

策效果产生竞争性影响，本文构造邻市是否出台人才政策和出台人才政策的邻市数量两个变

量。结果发现，邻市是否出台人才政策对本地政策效果影响不明显，但出台人才政策的邻市数

量越多，本地人才政策的改善效应越弱。这说明地区间人才竞争可能削弱单个城市人才政策的

边际效果，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结合本地产业基础和岗位需求实施“精准引才”政策，避免同质

化政策竞争。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劳动力配置效率

（1） （2） （3） （4） （5） （6）

policy
0.0482** 0.0505** 0.0391** 0.0403** 0.0427** 0.0475**

（0.0219） （0.0221） （0.0188） （0.0194） （0.0193） （0.02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µt前定变量 控制 控制

×T前定变量 控制 控制

×T 2前定变量 控制

×T 3前定变量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75 575 575 575 575 575

调整R2 0.5383 0.5742 0.5878 0.6037 0.5995 0.5842

　　注：*、**、***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到省级的标准误。下表同。
 

（三）异质性分析

前述结果表明，人才政策能够提升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不同城市的初始禀赋和政策细

节存在较大差别，上述差异可能会影响人才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本文进一步从城市特征和

政策细节角度考察人才政策的异质性。

1. 城市特征异质性

第一，从产业背景看，本文以废水排放量衡量城市工业活动强度，并按照初始年份

（2010 年）中位数将城市划分为工业活动强度较高和工业活动强度较低两组。废水排放量不仅

反映城市工业基础和传统产业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产业转型压力。结果显示，人才政

策在工业活动强度较高的城市中效果更明显，表明在基础较强、转型需求更大的城市中，高技

能劳动力流入更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第二，从城市规模看，规

模较大的城市通常具有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更丰富的岗位类型和更强的技能互补效应，也更有

利于人才与岗位实现有效匹配（蔡庆丰等，2023）。结果显示，人才政策在大城市中显著改善劳

动力配置效率，而在小城市中效果不明显，说明城市市场规模和岗位承接能力是人才政策发挥

作用的重要条件。第三，从交通可达性看，较高的交通可达性能够降低通勤成本，扩大劳动者可

选择岗位范围，能缓解因职住距离过远导致的配置损失（孙伟增和何磊磊，2022）。结果显示，人

才政策在交通可达性较高的城市中效果更明显，说明降低城市内部空间摩擦有助于人才政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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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化为配置效率改善。第四，从财政压力看，地方政府财政水平是影响补贴力度的重要因素，

本文发现人才政策在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中发挥作用，而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城市中作用不明

显，该结果表明稳定的财政承接能力是人才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第五，从落户门槛看，落

户门槛较高的城市通常具有更强的就业吸引力和岗位承接能力，因此，人才政策在这类城市中

降低制度性流动摩擦的边际作用可能更大。本文发现，人才政策在落户门槛较高的城市中效果

较为明显。总体来看，人才政策的效果并非在所有城市中都相同，在产业转型压力大、大城市、

交通可达性高、财政实力强的城市中，政策效果更明显，这也表明人才政策的实际效果具有较

强的城市条件依赖性。①因此，人才政策要更好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城市产业基础和要素承接条

件，而应该根据本地发展需求和岗位结构情况实施政策。

2. 政策细节异质性

首先考察政策待遇异质性，本文统计了科研经费、购房补贴、生活补贴、子女入学和人才称

号五种类型，探究不同待遇类型产生的效果异质性。由回归结果可知，生活补贴类待遇改善效

果最好，而其他类型的补贴效果并不明显。本文认为可能原因如下：与其他类型的条款相比，生

活补贴具有覆盖面广、领取限制少等特征，更贴近基础型人才的现实需要，因此更容易形成可

识别的政策效果。相比之下，其余待遇条款的系数不显著，可能反映出其覆盖面窄、领取门槛较

高等特征。该发现与余明桂等（2024）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相较于非货币化福利，货币化福利对

人才的激励作用更强。由此也说明，人才政策要更好发挥作用，应更加重视政策工具的可及性、

兑现性和与人才现实需求的匹配程度，而不能仅停留在政策条款数量或名义支持力度的扩张

上。其次，从学历门槛看，结果显示，设置学历门槛的人才政策对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善作

用较为显著，但未设置学历门槛的政策效果不明显。该结果可能的原因是：设置学历门槛的人

才政策能够为城市引入与本地发展规划和岗位需求更匹配的人才，从而能够更有效改善城市劳

动力配置效率。该结果也表明，人才政策的制定应立足本地发展需求和产业结构特征，实行精

准化、差异化人才政策，避免以扩大政策覆盖范围替代对人才需求的精准识别。再次，从引进人

才类型来看，本文发现，着重引进专家学者和有经验人才的政策对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善

作用更为显著，而侧重引进基础型人才和应届生的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专家

学者型人才可以通过知识溢出和组织带动效应提升存量劳动力配置效率，有经验人才进入企业

后的适应期短，因此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转化为配置效率的改善。上述结果说明，人才政策要更

好发挥配置作用，关键在于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和有经验人才的带动效应，使其通过知识扩散

和经验传导进一步提升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效率。从行业指向性来看，本文发现，限制人才引

进行业的人才政策效果较为显著，未限制行业的政策则没有明显效果。该结果再次表明，具有

明确行业指向的人才政策更有助于提高人才流入与本地产业结构、企业需求和岗位要求之间的

匹配程度，从而带来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升。最后，从就业单位类型来看，结果显示，

面向企业引才的人才政策能够将提高城市内部劳动力配置效率约 4.58%，而面向公共部门引才

和不限制就业单位类型的政策效果则不明显。这说明，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重要主体，

能够通过市场化岗位匹配来吸纳和使用高技能劳动力。这表明，人才政策能否有效发挥配置改

善作用，关键在于流入人才能否进入具有真实用工需求和岗位承接能力的部门。

李永友、齐菁华：城市人才政策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

 ① 为避免分组标准带来的回归结果偶然性，本文通过初始年份各异质性分析变量的均值再次进行异质性检验，所得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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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识别

（一）人才政策与高技能劳动力配置

人才政策改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关键在于同时促进人才流入和岗位匹配两个环节。一方

面，人才政策通过科研经费、工资补贴、子女入学等货币化与非货币化支持，提高高技能劳动力

流入本地的预期净收益；另一方面，人才政策通过企业人才补贴、雇佣成本补偿和税收优惠等

方式增强企业引才用才激励，引导人才进入更能发挥其比较优势的企业和岗位，从而促进高技

能劳动力与本地岗位需求有效匹配。因此，本文分别检验人才政策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和就业

去向的影响。本文借鉴孙伟增等（2019）的研究，采用条件 logit模型考察城市人才政策是否提高

人才流入本市的概率。结合数据可得性和基准回归样本期间范围，利用 2011—2017年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构建城市备选集进行检验。①从表 3的回归结果看到，人才政策显著

提升了人才流入本地的概率，这意味着在城市实行人才政策后，人才流入本地的概率提升了大

约 3.53%。说明人才政策可以通过提高流入收益、降低迁移成本来有效扩大城市高技能劳动力

的供给。
  

表 3    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变量
人才选址

（1） （2） （3） （4）

policy
0.3798*** 0.1686*** 0.0920*** 0.0353**

（0.0437） （0.0449） （0.0099） （0.01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N 151 150 151 150 151 150 151 150

伪R2 0.0018 0.0394

　　注：*、**、***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列（3）、列（4）回归结果是边际效应。
 

表 3证明了人才政策对人才有显著吸引

力，但人才的流入能否转化为配置效率的改

善还取决于人才在何种类型的岗位就业。相

比较而言，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比以政

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创

新需求，因此当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企业时，更

能带来配置效率的改善。因此，本文以企业

中高学历人才占比来检验流入的人才是否在

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就业。②表 4的
回归结果显示，人才政策将企业中的高学历

人才占比提高了 6.47%，对企业劳动力结构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作用。该结果表明，人才政策在促

进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同时，也推动人才向更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创新能力的部门配置，从而促

进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

 

表 4    人才政策对企业人才占比的影响

变量
高学历人才占比

（1） （2）

policy
0.0683** 0.0647**

（0.0270） （0.0259）

控制变量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7 711 17 711

调整R2 0.8900 0.8909

  2026 年第 7 期

 ① 本文借鉴金智和彭辽（2022）的研究，将本科学历及以上人口定义为人才。

 ② 人才占比的定义为企业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全体职工人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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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4 的基础上，表 5 进一步区分企业类型，检验人才主要流向何种类型的企业。本文参

考尹美群等（2018）的研究，将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三类。从表 5报告

的结果来看，相比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在人才政策实施后，其人才

占比上升 7.66%，说明流入的人才主要流向技术含量更高、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更强的企业，该

结果为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善提供了更直接的经验证据。
 
 

表 5    人才政策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人才占比的影响

变量
（1） （2） （3）

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 技术密集型企业

policy
0.0475 0.0379 0.0766**

（0.0439） （0.0312） （0.02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484 4 802 8 317

调整R2 0.8805 0.8855 0.9202
 

（二）人才政策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外溢效应

前述分析表明，人才政策能够改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根据技能互补理论，高技能劳动力

集聚可能间接影响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和就业去向。因此，本文从低技能岗位需求扩张、低技

能劳动力流入和低技能行业配置三个角度检验人才政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外溢效应。具体

而言，本文借鉴 Autor和 Dorn（2013）、Moretti和Wilson（2014）的研究，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岗位定义为低技能岗位，以其就业人数作为岗位需求

扩张的代理变量，检验人才政策是否扩大了城市对低技能岗位的需求。本文使用 CMDS 数据，

检验人才政策是否促进更多低技能劳动力流入。①本文利用就业数据，将商业、服务业、餐饮、

仓储运输、装修等行业定义为低技能要求行业，识别人才政策是否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进入低

技能要求行业的概率。根据表 6的回归结果，人才政策显著提高低技能劳动力进入低技能行业

就业的概率。上述结果说明，人才政策在吸引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同时，也通过技能互补效应

提升了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进入与其技能水平相匹配

的行业。
 
 

表 6    人才政策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外溢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低技能岗位

扩张

低技能岗位

扩张

低技能劳动力

流入数量

低技能劳动力

流入数量

从事低技术

含量行业

从事低技术

含量行业

policy
0.0547** 0.0497** 0.1341** 0.1274** 0.2281** 0.1716**

（0.0246） （0.0236） （0.0525） （0.0544） （0.0779） （0.05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552 2 552 1 627 1 627 466 949 466 949

调整R2 /伪R2 0.8841 0.8863 0.8896 0.8917 0.0013 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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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低技能劳动力定义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流动人口（韩润霖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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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政策与社会分工

本文检验人才政策对社会分工水平的影响。参考 Duncan 和 Duncan（1955）、Frenken 等

（2007）的做法，本文通过计算技能与行业分离度和行业结构熵来衡量社会分工水平。技能与行

业分离度指数越高，说明不同技能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配置边界越清晰。行业结构熵越高，表

明行业分工越细化，社会分工水平越高。表 7报告了人才政策对社会分工的影响。由表 7可知，

人才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内技能与行业分离度和行业结构熵，表明在人才政策实施后，城市内

行业结构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由上述结果可知，人才政策导致的高技能

劳动力集聚并非简单增加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而是通过强化技能排序、推动岗位重配和促进分

工细化，重塑城市内部行业结构和技能分工格局，从而成为人才政策改善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

的重要机制。①

 
 

表 7    人才政策与社会分工

变量
（1） （2） （3） （4）

技能与行业分离度 技能与行业分离度 行业结构熵 行业结构熵

policy
0.1194** 0.1095* 0.1095*** 0.0939**

（0.0496） （0.0572） （0.0295） （0.03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40 540 540 540

调整R2 0.5263 0.5476 0.7732 0.7794
 

六、拓展分析

（一）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人才政策使企业的人才占比显著上升，那么，流入企业的人才给企业带来

了什么？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学者 Baumol（1990）提出，人才配置方向比人才总量更

重要，人才流向生产性领域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基于上述理论判断，本文进一步

用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识别人才政策在企业层面带来的经济后果。②回归结果显示，人才政

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结果表明，人才政策对高技能劳动力配置的改善显著转

化为企业层面生产率的提升。

（二）人才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城市 GDP 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识别劳动力配置效率改善后城市

GDP增长率有何变化。回归结果显示，人才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城市 GDP增长率，说明人才政

策不仅在微观层面促进了企业生产率提升，也在宏观层面转化为更快的经济增长。将这一结果

与前文机制分析结合可知，人才政策通过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配置、推动低

技能劳动力向与其技能结构相匹配的岗位流动，带来社会分工水平的深化，最终改善了城市劳

动力配置效率。

  2026 年第 7 期

 ① 计算指标使用数据来源：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管理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

 ②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 LP法（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OLS法、固定效应法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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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由此

可见，人才政策的功能定位已从扩大人才流入规模转向更加重视高质量引才和人才资源的高效

配置。基于此，本文利用手工整理的地级市 2009—2019 年人才政策数据，系统识别人才政策对

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人才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劳动力

配置效率；第二，政策效果显著依赖于城市特征和具体的政策方案；第三，人才政策通过吸引高

技能劳动力流入、促进流入人才和企业需求有效对接来改善城市内部高技能劳动力配置，而高

技能劳动力集聚还通过技能互补渠道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就业外溢效应，进而促进不同技能劳

动力进入与自身技能水平相适应的岗位，带动社会分工水平提升，改善城市整体劳动力配置效率；

第四，人才政策不仅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而且进一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城市经济

高质量增长。

本文研究表明，人才政策的关键作用不仅是增加人才数量，更重要的是优化人才配置方

向、改善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匹配状态和深化社会分工，提高城市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并进一步

转化为企业生产率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结合本文所得结论和人才政策导向，本文得到如下

政策启示：第一，地方人才政策的评价标准应从引进人才数量向人才配置效率方向转变。不应

只关注引进多少人才，还应关注人才是否进入能够发挥其比较优势的行业、企业和岗位以及是

否通过高低技能劳动力协同配置提升城市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人才政策应更加突出

“精准引才”导向，强化与本地产业需求和发展阶段的匹配。地方政府应围绕本地主导产业和重

点发展行业的需求配置人才资源，合理设置学历门槛、专业方向、人才层次和就业去向，避免同

质化竞争。第三，人才政策应从单一补贴模式转向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的模式。因此，地

方人才政策应该同时围绕企业创新需求、技术升级和产业链关键环节进行设计，统筹衔接本地

高校人才培养、企业创新需求、产业链布局和技术升级，推进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融合。

第四，人才政策应该从“引、育、留、用”四个方面协同发力，并建立健全制度安排。未来地方政

府应重视本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职业发展通道完善和人才使用机制改革。第五，国家层面应

加强人才政策统筹。应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人才发展规划和区域协调机制，将人才政策纳入

区域协调发展和现代化产业布局之中，推动人才流动与产业布局和区域功能定位相匹配，在提

高人才配置效率的同时，兼顾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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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Urban Talent Policies on Lab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Li Yongyou,  Qi Ji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Summary:  Talent polic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olicy instrument fo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to attract skilled labor and suppor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policies depends not only on whether they can attract talent inflows, but also on whether the incoming talents

can be effectively matched with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firms’ labor demand, and suitable jobs.

　　Using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talent policies by prefecture-level cities during 2009–2019 as a quasi-natur-

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matches manually-collected talent policy documents with population census and

sample survey data. Based on the dispersion of adjusted wage returns across counties and districts within the

same city, it constructs a city-year measure of intra-city lab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alent policies on urban lab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lent policies significantly improve

urban lab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is effect depends strongly on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design, and it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stronger industrial activity, lar-

ger urban scale, better road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lower fiscal pressure, and higher hukou-based settlement

thresholds. In terms of policy design, policies that include monetary subsidies, specifying educational or pro-

fessional requirements, targeting experienced or high-level talents, and clarifying employment directions gen-

erate stronger improvement effects.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alent policies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high-skilled labor within cities by attracting high-skilled labor inflows and facilitating their effective matching

with firms’ labor demand. Further,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skilled labor generates employment spillovers

for low-skilled labor through skill complementarity, helping them move into jobs better suited to their skills,

deepen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ultimately improving overall urban lab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addition,

talent policies also raise firms’ TFP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tends the evaluation of talent policies

from talent attrac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to urban lab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Second, it reveals the indirect

impact of talent policies on low-skilled labor. Third, it identifi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different policy

designs.

Key words:  talent policies； skill complementarity； lab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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